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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约（441—513）《宋书》卷九十三《陶潜传》：

潜弱年薄宦，不洁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晋

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

复肯仕。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

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1］

此文又被唐李延寿纳入《南史·陶潜传》［2］。《文

选》卷二六《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塗口》诗

题下，李善注亦引“《宋书》”云云，即是此文［3］。

这段话涉及了国号、年号、甲子和年月四个因素，

而以此为核心，历代文人学者争论不休、聚讼纷

纭，这就是本文所说的“陶集年号甲子案”。《宋

书》的记载无疑是这一文学史公案的源头，而李延

寿和《选》学五臣为之推波助澜，使其更加深入人

心。由于涉及陶渊明在晋宋易代之际的政治态度乃

至政治品节问题，所以这也是古典作家笔下经常使

用的一个人文典故，如：“呜呼陶渊眀，奕叶为晋

臣。自以公相后，每怀宗国屯。题诗庚子岁，自谓

羲皇人。”（唐颜真卿《咏陶渊明》）［4］“山僧不解

数甲子，一叶落知天下秋。”（唐无名氏诗）［5］“风

流岂落正始后，甲子不数义熙前。”（宋黄庭坚《次

韵谢子高读渊明传》）［6］ “杨彪不着鹿皮冠，元亮

还书甲子年。”（元杜仁杰《读前史偶书》）［7］“雁

秋持书晋甲子，辞锋时露长沙雄。”（元卢挚《题

渊明归来图》）［8］“诗中甲子春秋笔，篱下黄花雨

露枝。便向斜川频载酒，风光不似义熙时。（元邓

文原《题陶渊明像》）”［9］“乌帽青鞋白鹿裘，山中

甲子自春秋。”（元贡师泰《题渊明小像》）［10］“五

柳庄前霜叶枯，归来三径已荒芜。自书甲子纪正

朔，世上那知刘寄奴。”（元陆仁《题陶渊明图惠良

夫》）［11］身处易代之际的诗人们尤其钟情于此典，

如陈天瑞“宋末隐居林壑，诗文极高古，效渊明，

有《甲子文集》五十卷”［12］；沈子真“但书甲子，

人比之陶潜云”［13］；而侯克中《九日怀渊明》诗

对此有更精彩的书写：

苦节清才素所长，千年有客过柴桑。五株

绿柳门阑贵，三径黄花姓字香。老去惟书宋甲

子，归来独擅晋文章。南山正在悠然处，聊为

西风举一觞。［14］

事实正如元牟巘《仇山村诗集序》所言：“自此亦

皆以甲子书，似此例者甚众。”［15］由此构成了我

国古典诗史上的一道瑰丽的诗学风景。因此，“陶

集年号甲子案”也自然成为古今治陶诗者不可回

避的问题。但是，现代的研究成果并不多，以笔

者之所见，涉及这一公案的代表作主要有桥川时

“陶集年号甲子案”与陶渊明自定本集

——对一桩文学史公案的还原考察

范子烨

内容提要 “陶集年号甲子案”发端于《宋书·陶潜传》，李延寿《南史》、《文选》

五臣注为之推波助澜，使之深入人心；身处易代之际的诗人们不断形诸吟咏，成为士人

的一种精神寄托。对此，清代陶澍等学者认为，《宋书·陶潜传》记载的情况发生于陶

集自定本的目录中，沈约此言乃是“发其微趣”“据录之体例为言”。这实际上为解决这

一文学史公案提出了一种假说。桥川时雄和朱自清均否定此说。本文结合宋刻递修本陶

集，为此假说提供了若干实证，也对早期陶集的编纂和流传情况进行了考索。

关键词 陶集年号甲子案；宋刻递修本；陶集自定本；萧统八卷本；阳休之十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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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集年号甲子案”与陶渊明自定本集

雄（1895 — 1982）《陶集版本源流考》［16］，朱自清

（1898 — 1948）《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以下简称

为“ 朱《 谱 》”）［17］， 郭 绍 虞（1893 — 1984）《 陶

集考辨》［18］和邓小军《陶渊明书甲子辨——陶渊

明诗文书国号、书年号、书天子、书甲子之考察》

（以下简称为“邓文”）［19］。由于文献的缺失，造

成了关于这一问题研究空间的狭小，由此也决定了

其研究难度较大之事实。

一

就“陶集年号甲子案”而言，如果说沈约是始

作俑者，历史家李延寿和《选》学五臣是推广者，

那么，思悦则是深化者。明宋濂《文宪集》卷十三

《题渊明小像卷后》云：

有谓渊明耻事二姓，在晋所作，皆题年

号，入宋之时，惟书甲子，则惑于传记之说，

而其事有不得不辨者矣。今渊明之集具在，

其诗题甲子者，始于庚子，而讫于丙辰，凡

十有七年，皆晋安帝时所作，初不闻题隆安、

元兴、义熙之号。若《九日闲居》诗，有

“空视时运倾”之句，《拟古》第九章，有 “忽

值山河改”之语，虽未敢定为何年，必宋受

晋禅后所作，不知何故反不书以甲子耶？其

说盖起于沈约《宋书》之误，而李延寿《南

史》、五臣注《文选》皆因之，虽有识如黄

庭坚、秦观、李焘、真德秀，亦踵其谬而弗

之察。独萧统撰本传，谓渊明以曾祖晋世宰

辅，耻复屈身后代，见宋王业渐隆，不复肯

仕。朱子《通鉴纲目》遂本其说，书曰“晋

征士陶潜卒”，可谓得其实矣。呜呼 ! 渊明之

清节 , 其亦待书甲子而后始见耶？姑参先儒之

论，而附着于左方云。［20］

对其所谓“沈约《宋书》之误”，我们姑且不论；

其所谓“先儒之论”，是指宋僧思悦之说。宋刻递

修本《陶渊明集》（以下简称为“递修本陶集”）卷

三卷首载思悦题记云：

《文选》五臣注陶渊明《辛丑岁七月赴假

还江陵夜行塗中》诗题云：“渊明诗，晋所作

者皆题年号，入宋所作但题甲子而已。意者耻

事二姓，故以异之。”思悦考渊明之诗，有以

题甲子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间，只

九首耳，皆晋安帝时所作也。中有《乙巳岁三

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作》，此年秋乃为彭

泽令，在官八十馀日即解印绶赋《归去来兮

辞》。后一十六年庚申晋禅宋，恭帝元熙二年

也。萧德施《渊明传》曰：“自宋高祖王业渐

隆，不复肯仕。”于渊明之出处，得其实矣。

宁容晋未禅宋前二十年，辄耻事二姓，所作诗

但题以甲子，而自取异哉？矧诗中又无有标晋

年号者，其所题甲子盖偶记一时之事耳，后人

类而次之，亦非渊明之意也。世之好事者多尚

旧说，今因详校故书，于第三卷首，以明五臣

之失，且袪来者之惑焉。［21］ 

思悦是宋代苏州虎丘寺的一位僧人，曾经在宋英宗

赵曙治平年间（1064 — 1067）校勘陶集［22］，其所

谓“后人类而次之”云云，是指递修本陶集卷三之

“编年模块”，根据《宋书·陶潜传》陶渊明享年

63 岁的记载，我们将此“编年模块”及诗人的相

关情况罗列于下［23］：

1.《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

庚子岁（400），时年三十六。

2.《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中》，

辛丑岁（401），时年三十七。

3.《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癸卯岁

（403），时年三十九。

4.《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同上。

5.《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

乙巳岁（405），时年四十一。

《还旧居》（题目当为“《乙巳岁五月中还

旧居》”，说详下文），同上。

6.《戊申岁六月中遇火》，戊申岁（408），
时年四十四。

7.《己酉岁九月九日》，己酉岁（409），
时年四十五。

8.《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庚戌

岁（410），时年四十六。

9.《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丙辰

岁（416），时年五十二。

在此“模块”第 5、6 首诗之间的《还旧居》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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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是一个没有时间标志的特例；诗云“畴昔家上

京，六载去还归”，所谓“上京”就是指京都建

康［24］，而《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正

描写了诗人从京都还乡的情形，可知这两首诗的

创作时间相隔六年，且互相呼应；由庚子岁（400）

下沿六年为公元 405 年，即东晋义熙元年乙巳，故

《还旧居》诗当作于此年五月［25］，依照本模块之通

例，此诗题本应作“《乙巳岁五月中还旧居》”［26］。

这种情况表明，尽管《还旧居》的诗题没有标志这

首诗的创作时间（参见下文），但这一“编年模块”

的时间排序是顺畅的，足见其并非出于后人的随意

编排，思悦所言非是。

无论如何，思悦的这段话随着陶集广泛流传，

使得南宋以来学人关于“陶集年号甲子案”的争论

更趋激烈更为复杂，朱《谱》将相关的论争总结为

“七变”。 与前人不同的是，朱《谱》对沈约《宋

书》的相关记载是彻底否定的，其讨论此案的切入

点是《困学纪闻》的相关阐释。王应麟“宋亡隐居

山中二十馀载，自号深宁老人，日事著述，其纪年

但书甲子，以示不臣于元”［27］，故对此文学史公

案极为关注，其《困学纪闻》卷二云：

《左氏传》引《商书》曰：“沈潜刚克，高

明柔克。”《洪范》言“惟十有三祀”，箕子不忘

商也，故谓之《商书》。陶渊明于义熙后，但书

甲子，亦箕子之志也。陈咸用汉腊亦然。［28］

朱《 谱 》 肯 定 了 王 氏 之 说， 并 引《 后 汉 书· 陈

宠传》：

曾祖父咸，成哀间以律令为尚书。平帝

时，王莽辅政，多改汉制，咸心非之。及莽因

吕宽事诛不附己者何武、鲍宣等，咸乃叹曰：

“《易》称‘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吾可

以逝矣！”即乞骸骨去职。及莽篡位，召咸以

为掌寇大夫，谢病不肯应。……父子相与归乡

里，闭门不出入，犹用汉家祖腊。人问其故，

咸曰：“我先人岂知王氏腊乎？”［29］ 

朱氏认为：“此事与沈约所记渊明出处甚相似：莽

诛不附己者咸即去职，所谓‘自高祖王业渐隆，不

复肯仕’也。莽篡位，咸犹用汉家‘祖’‘腊’，

所谓‘永初以来但书甲子’也。约不必即据范

《书》，然范《书》当有所出，约用其事，固在情

理中耳。”在他看来，沈约套用了陈咸的故事，并

将其移植到陶渊明身上，这与陈寅恪对曹冲称象与

佛典之关系的解说颇为类似［30］。 显然，朱氏认为

这是史笔中的文学创作，沈约所述不是客观事实，

朱《谱》复云：

按《宋传》所著文章云云，当指渊明平

生所作言之（其曰“皆题年月”，实是语病）；

意谓义熙以前题年月则书年号，永初以来则不

书，但云甲子而已。然义熙、永初之间，题年

月则如何，《传》所未言。今以集考之，题甲

子者诗十二首，文三首，诗中庚子（西 400）
至癸卯（西 404）六首及辛丑（西 401，或辛

酉，西 421）《游斜川》一首而外，皆义熙中

作。文中《归去来辞》及《祭从弟敬远文》亦

皆作于义熙中，惟《自祭文》作于宋世。题

年号者文二首，《桃花源记》题“太元中”，不

知何时作，《祭程氏妹文》则在义熙三年。义

熙以后，既书年号甲子，永初以来书甲子者，

又仅《自祭》一文（《游斜川》诗若作于辛酉

［永初二年，西 421］，自亦应列入），是《宋

传》所说殊无据，殆是沈约凭臆之谈；其断自

义熙者，当以义熙元年（西 405）为渊明弃官

归耕之年耳。其义熙以后诗多记甲子，则沈存

而不论矣。

朱氏认为“陶集年号甲子案”乃是子虚乌有之事，

所谓“凭臆之谈”“已自矛盾，不能成理”，是朱

氏对《宋书》相关记载的根本看法。但对于此公案

的讨论，朱氏并未一概否定。宋吴仁杰《陶靖节年

谱》“二年庚申”：

夏六月，晋禅于宋。宋高祖改元永初。《读

史述九章》自注曰：“余读《史记》，有所感而述

之。”首章述夷、齐云：“天人革命，绝景穷居。

采薇高歌，慨想黄虞。”二章述箕子云：“去乡之

感，犹有迟迟。矧伊代谢，触物皆非。”当是革

命时作。……尝考集中诸文，义熙已前书晋氏

年号者，如《桃花源》诗序云“晋太元中”，又

《祭程氏妹文》云“维晋义熙三年”是也。至

《游斜川》诗序在宋永初二年作，则但称“辛酉

岁”；《自祭文》在元嘉四年作，则但称“岁惟

丁卯”。史氏之言，亦不诬矣。然其《祭从弟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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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文》在义熙中，亦止云“岁在辛亥”。要之，

集中诗文于晋年号或书或否，固不一概，卒无

一字称宋永初以来年号者，此史氏所以著之也。

史论其所著文章，不专为诗而发，而五臣辄更

之曰“渊明诗，晋所作者皆题年号”，此所以启

后世之误也。［31］

对此，朱自清评论说：“其说可信；拈出不称宋

号一事，尤足排难解纷，盖最合集中实情也。丁

《谱》亦曰：‘《陶集》义熙以前备书甲子，不始于

永初也。但自永初以后，不书刘宋年号尔。’说正

同。然此不书者，有意耶？无意耶？以《述酒》诗

征之，或不为偶然。得不书宋号一语，吴、丁以外

各家甲子年号之论皆可废。”“丁《谱》”是指清人

丁晏的《晋陶靖节年谱》［32］。在朱氏看来， 古人

关于“陶集年号甲子案”的讨论，最大的收获是确

认了陶集中没有刘宋年号的事实；由于陶渊明入宋

后还生活了七年（公元 420 — 427 年），故而这一

发现就特别值得关注。那么，这是陶公有意为之？

还是无意为之？朱氏认为可能“不为偶然”，既未

否定，也未肯定，而是略持怀疑的态度。

事实上，作为一位杰出的史学家和宗教感很强

的知识分子，沈约为陶渊明立传，必然要严格尊奉

实录的原则。《宋书》本属于皇帝御览之书，我们

读沈约《上〈宋书〉表》：

臣今谨更创立，制成新史，始自义熙肇

号，终于升明三年。桓玄、谯纵、卢循、马、

鲁之徒，身为晋贼，非关后代。吴隐、谢混、

郗僧施，义止前朝，不宜滥入宋典。刘毅、何

无忌、魏咏之、檀凭之、孟昶、诸葛长民，志

在兴复，情非造宋，今并刊除，归之晋籍。［33］

义熙之年是晋宋历史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哪些人

物应该归于“晋籍”，哪些人物不宜进入“宋典”，

沈约是有严格标准的。又如其《上言宜校勘谱

籍》云：

晋咸和初，苏峻作乱，版籍焚烧无馀。此

后起咸和三年以至于宋，所书并皆详实，朱笔

隐注，纸连悉缝。……宋元嘉二十七年，始以七

条征发。既立此科，苟有回避，人奸互起，伪

状巧籍，岁月滋广。……凡此奸巧，并出愚下，

不辨年号，不识官阶。或注义熙在宁康之前，

或以隆安在元兴之后。此时无此府，此年无此

国。元兴唯有三年，而猥称四年，又诏书甲子，

不与《长历》相应。如此诡谬，万绪千端。［34］

可见对于刘宋时代在谱牒方面弄虚作假的情况，沈

约是深恶痛绝的；对于涉及晋代的年号、甲子问

题，他的历史意识也是极为清醒的。再如其《答陶

隐居难均圣论》：

释迦出世年月，不可得知，佛经既无年历

注记，此法又未东流，何以得知是周庄之时？

不过以《春秋》鲁庄七年四月辛卯恒星不见为

据。三代年既不同，不知外国用何历法，何因

知鲁庄之四月，是外国之四月乎？若外国用周

正邪，则四月辛卯，《长历》推是五日，了非

八日。若用殷正邪，周之四月，殷之三月。用

夏正邪，周之四月，夏之二月，都不与佛家四

月八日同也。［35］

在与陶弘景讨论佛祖生日时，他甚至也表现了刨根

问底、极为理智的纪年意识。他是佛教徒，更是历

史家。具有如此信仰和如此学术背景的人，岂能在

御览之书中虚构一个“陶集年号甲子案”！

与朱《谱》不同，邓文将上引《宋书·陶潜

传》“义熙以前”云云理解为：“是古典文史习见的

互文笔法，将此互文笔法之语，展开为完全表述之

语，即为：‘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亦书甲子；

自永初以来，不书宋氏年号，唯云甲子而已。’”由

此邓文进一步指出：

而思悦《甲子辨》之说，以“渊明诗题甲子

皆晋时所作”，驳斥《宋传》互文笔法之语，实

际是以一部分之真否定另一部分之真，即以渊明

在晋诗文亦书甲子之寻常现象，否定在宋诗文只

书甲子之非常现象；尤其是回避了渊明诗文书晋

氏年号，是否定书宋氏年号的关键问题。

基于此种认识，邓文对陶渊明诗文书国号、书年

号、书天子和书甲子的材料进行了彻底清理，最后

得出结论说：

陶渊明在宋诗文，绝无书宋朝国号、绝无

称宋天子、绝无书宋年号，只书甲子。这与无

论在晋在宋，诗文书晋朝国号、称晋天子、书

晋年号，并且多达 10 次，形成鲜明对照。这

表明，陶渊明认同晋，绝不认同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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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文的这一观点是对上引吴仁杰之说的延伸，而更

为确凿有力。由此，《宋书·陶潜传》“自永初以来

唯云甲子而已”得以确证。显然，邓文从陶集寻找

内证，对此历史公案的研究已经有所推进，至于其

掘发《魏书·氐传》关于氐王杨氏尊奉义熙之号的

史料，也是邓文中动人的一笔（参见下文）。但是，

就“陶集年号甲子案”而言，“所著文章，皆题其

年月”，如何在陶集中落实？“义熙以前，则书晋

氏 年 号 ”， 又 如 何 在 陶 集 中 落 实？ 义 熙（405 —

418）之年号在陶集中又如何落实？显然，邓文只

解决了陶渊明不书刘宋国号和年号的问题。

二

清代学者陶澍及其门人赵绍祖针对“陶集年号

甲子案”的问题提出了一种非常独特的观点，相关

表述首见于赵绍祖《读书偶记》卷七“陶诗书甲

子”条（引文中的小字是作者自注，以下独立引文

同此例）：

余谓渊明文章，晋标年号，宋书甲子，《宋

书》实为此说，《南史》亦同。（原注：惟《晋

书》删此语。）而李善取以注《文选》，五臣更

引伸之。即如思悦之论，亦非五臣之失。但沈

约工诗，既去渊明不远，李善最博，未必耳食

为言，此二公当非不见《渊明集》者。使《渊

明集》中书甲子者仅此九首，又皆在晋时，而

无标晋年号者，此亦开卷可得，而何作此言？

余意集中所书年号、甲子，转相传写，必为后

人所删去，而此数首者，特删之未尽耳。（原注：

且渊明未必首首题年号、甲子，不过于一年所

作之前题之。如《饮酒》、《读山海经》等，使

题云某年号、某甲子饮酒、读《山海经》，成

何等语耶？此数首特记一事，故书甲子于题

首，而是岁中所标年号必在前矣。后人删而去

之，而此数首之甲子，以在题上，故不删。此

情理自然，可想而知者也。）未可便以为《宋

书》、《文选注》之失也。［36］

今检递修本陶集，可知卷二有《五月旦作和戴主

簿》《岁暮和张常侍》二诗，我们不妨对此加以追

问：此“五月”是哪一年的“五月”？此“岁暮”

又是哪一年的“岁暮”？此二诗的诗题缘何不叫

《和戴主簿》《和张常侍》，如同《和刘柴桑》《和

郭主簿》一样？这种异常情况表明，这两首诗的题

目很可能就是赵氏所谓“删之未尽”和“删而去

之”的具体表现；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前两个诗

题的时间标志，因为诗题的时间处于孤立的模糊的

状态。如上文提及的“编年模块”中的诗题，我们

试删除诗题的前三字，结果其形式就与《五月旦作

和戴主簿》《岁暮和张常侍》完全一致了。

由此可见，赵氏之说虽然是一种推测，却颇

有见识，只是他没能在陶集中找到证据而已，对

此，陶澍《靖节先生书甲子考》（以下简称为“陶

《考》”）一文有进一步发挥：

……昭明之前，先生集已行世。《五柳传》

云：“尝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则其集必有

自定之本可知。约去先生仅十馀年，必亲见先

生自定之本可知。窃意自定之本，其目以编年

为序，而所谓或书年号或仅书甲子者，乃皆见

于目录中，故约作《宋书》，特为发其微趣。

宋元献《私记》云：《隋·经籍志》宋征士陶

潜集九卷。又云：梁有五卷，录一卷。《唐志》

陶泉明集五卷。今官私所行本凡数种，与二本

不同。有八卷者，即梁昭明太子所传，合序、

传、诔等在集前为一卷，正集次之，亡其录。

录者，目录也。是先生集别自有录一卷。而沈

约云“文章皆题岁月”者，当是据录之体例为

言。至唐初其录尚在，故李善等依以作注。后

乃亡之，遂凌乱失序，无从校勘耳。假令先生

原集，义熙以前亦止书甲子，永初以后或并纪

年号，休文无端造为此说，则当时之人皆可取

陶集核对以斥其非，岂有历齐、梁、陈、隋俱

习焉不察，李延寿反采入《南史》，李善又取

为选注哉？［37］

其实陶、赵之说，并非首创，清邱嘉穗云：

休文去宋未远，岂尽无稽？且云所著文

章，皆题年月，则陶诗文当无不题年月，何以

诗仅十条，文仅三篇。考古人著作，无于诗每

首、文每篇俱题年月体。陶公所题，当在卷轴

之端，近世久抄，轶弗存耳，未必于篇章首逐

条大书特书也。十条三篇，大抵信笔偶及，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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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选》误注，遂令人疑沈、李二史之妄。［38］

邱氏此论，大意有五点：1. 沈约与陶渊明在时间上

相距不远，其所言陶公“所著文章，皆题年月”之

情况，必有依据，不可妄疑；2. 但传世之陶集，符

合沈约之说者“诗仅十条，文仅三篇”；3. 古人著

作并无在每首诗文的篇题中“俱题年月”的体例；

4. 陶公诗文“俱题年月”的现象发生于“卷轴之

端”，就是目录之中；5.“十条三篇”题写年月之

现象属于陶公“信笔偶及”之结果，而非固定的诗

文体例。邱嘉穗是康熙四十一年（1702）进士，早

于陶澍（1779 — 1839）和赵绍祖（1752 — 1833），

故陶、赵之说很可能是从邱氏之说发展而来的。而

陶澍所论，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萧统（501 — 531）之前，《陶渊明集》已

经行世。《晋书·陶潜传》：“以宋元嘉中卒，时年

六十三，所有文集并行于世。”［39］这是符合历史实

际的记载（参见下文）。

（二）《陶渊明集》有陶渊明自定本，且系编年

体，编年标志在目录中。对此，笔者可以提供两个

证据：其一，递修本陶集卷三的“编年模块”就是

陶集自定本的遗迹，因为在陶渊明的时代，只有诗

人自己才能知道每首诗的具体创作时间并且进行准

确的编年。其二，处于这一“编年模块”之前有一

首《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始作”二字足以表

明，此诗虽然成于先，而诗题却定于后。这应是陶

渊明整理自己作品时留下的痕迹。

兹就此二点申论之。案递修本陶集所附《北齐

杨仆射休之序录》云： 

余览陶潜之文，辞采虽未优，而往往有奇

绝异语，放逸之致，栖托仍高。其集先有两本

行于世，一本八卷无序；一本六卷并序目，编

比颠乱，兼复阙少。萧统所撰八卷，合序目传

诔，而少《王孝传》及《四八目》，然编录有

体，次第可寻。余颇赏潜文，以为三本不同，

恐终致忘失。今录统所阙一作撰，并序目等，

合为一秩十卷，以遗好事君子焉。［40］

据此，在阳休之以前，陶集有无名氏所编八卷本、

六卷本和昭明八卷本行于世。由此笔者进一步推

测，六卷本是诗人首次结集本，八卷本是第二次

（可能是临终前）结集本，但阳休之所见已非足本；

比较而言，前者简略，作品缺少，后者丰富，作品

齐备，则当属客观事实。

萧统编纂的八卷本陶集，就是以此二本为基

础的。桥川时雄说：“梁昭明太子萧统，景仰陶公

为人，酷嗜其诗文。然以彼时流行之陶集，编次

紊乱，颇伤大雅。乃参考诸本，整齐编次，自撰

《序》《传》，又加目录，撰定一本。后世所谓昭明

太子本者是也。”［41］萧统《陶渊明集序》自叙其编

纂陶集之情况：

余素爱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

同时。故加搜求，粗为区目。……并粗点定其

传，编之于录。［42］ 

所谓“粗为区目”，实际是从文体着眼重新编纂陶

集，所以“编录有体，次第可寻”（阳休之语），

看起来比较规整。我们作出这种判断的依据就是

《文选》。《文选》所收陶渊明的九篇作品，萧统

已经从文体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分类，具体情况是：

《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文选》卷二十六“行

旅”）［43］《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塗口》（《文

选》卷二十六“行旅”）［44］《挽歌诗》（“荒草何茫

茫”，《文选》卷二十八“挽歌”）［45］《杂诗》（“结

庐在人境”“秋菊有佳色”，《文选》卷三十“杂

诗”）［46］《咏贫士诗》（“万族各有托”，《文选》卷

三十“杂诗”）［47］《读〈山海经〉诗》（“孟夏草木

长”，《文选》卷三十“杂诗”）［48］《拟古诗》（“日

暮天无云”，《文选》卷三十“杂拟”）［49］以及《归

去来》（《文选》卷四十五“辞”）［50］。萧《选》对

陶公的作品如此分类，是当时高度成熟的文体观念

和文体概念使然。我们根据“编年模块”和丁晏

《晋陶靖节年谱》，试将递修本陶集中可以确定创

作年代作品穿插其间：

1.《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

2.《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中》

3.《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

4.《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

5.《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

6.《归去来兮辞》，乙巳岁（405）十一月，

时年四十一。

7.《祭程氏妹文》，丁未岁（407），时年

四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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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戊申岁六月中遇火》

9.《己酉岁九月九日》

10.《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

11.《祭从弟敬远文》，丙辰岁（416），时

年五十二。

12.《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

13.《 自 祭 文 》， 丁 卯 岁（427）， 时 年

六十三。

这样的编年体陶集给人的印象就是参差不齐、头重

脚轻，所以阳休之称其“编比颠乱”，可见这样的文

人别集形态已经不符合彼时士林的阅读习惯。既然

如此，萧统依据当时的文体标准重新编纂陶集，是

合情合理的。在此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八卷本陶

集视为萧统主编《文选》的副产品。当然，萧统编

纂的八卷本陶集，实际上在整体上改变了陶集自定

本的编年体特征；同时，在不违背文体标准的情况

下，萧统又局部保存了自定本陶集的“编年模块”。

要之，萧统本陶集是以文体为序的，其体例形

态被递修本陶集完整地保存下来；而以编年为序是

陶渊明自定本集的主要特征。正如陶《考》所言，

《宋书·陶潜传》“所著文章”云云之现象，发生于

陶集自定本的目录中，沈约此言乃是“发其微趣”，

“据录之体例为言”。而萧统编纂陶集之所以能够

局部保留陶集的“编年模块”，就是因为其所依据

的两种底本就是陶渊明自定本集，因为除了陶渊明

本人，他人根本无从知晓相关作品编年所需要的精

确信息。萧统已打破陶集自定本创作立体例，则

《宋书·陶潜传》关于“陶集年号甲子案”的相关

表述就已经不适合按文体编纂的萧编八卷本陶集，

故其所撰《陶渊明传》对此不置一词。事实上，这

篇《陶渊明传》并非独立的存在，而是萧统陶集中

附录的文献之一，就如同萧统所撰《陶渊明集序》

一样。该序称“并粗点定其传，编之于录”，可证

其实。我们再观察这一“编年模块”中的题目，同

时删除每个诗题的时间标志，所得结果是：《从都

还阻风于规林》《赴假还江陵夜行涂中》《怀古田

舍》《与从弟敬远》《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遇

火》《于西田获早稻》和《于下潠田舍获》。如此

并不影响诗意的表达。这些诗题中标志时间的文

字，很可能是萧统编纂陶集时从自定本陶集的目录

中迻录过来的。正如上引赵氏《读书偶记》所言，

陶公诗文题目大多不能以创作时间冠首搭配，所以

迻录的范围非常有限；同时在迻录的过程中，有些

作品如《还旧居》《五月旦作和戴主簿》《岁暮和张

常侍》等又失去了应有的甲子纪年标志，这可能是

萧统疏忽所致，也可能是后人妄改妄删的结果。递

修本陶集所附《本朝宋丞相私记》云：

按《隋·经籍志》：《宋征士陶潜集》九

卷，又云梁有五卷，录一卷。《唐志》：《陶泉

明集》五卷。今官私所行本凡数种，与二志不

同。有八卷者，即梁昭明太子所撰，合序传诔

等在集前为一卷，正集次之，亡其录。有十卷

者，即杨仆射所撰。（原书按语：休之字子烈，

事北齐为尚书左仆射。以好学文藻知名，与魏

收同时。）……。余前后所得本仅数十家，卒

不知何者为是。晚获此本，云出于江左旧书，

其次第最若伦贯。［51］

递修本陶集来自“江左旧书”是一个重要的陶集传

播信息。这意味阳休之十卷本陶集完成后，不久又

回传于江南。刘跃进指出：“北齐阳休之作为副使

至江南，一定看到了萧统所编八卷本之《陶渊明

集》，并携至北方，在此基础上重新编定陶集，加

进《四八目》（《圣贤群辅录》）《五孝传》，足成十

卷。”［52］阳休之使梁之时［53］，萧统编纂的八卷本

陶集已经流行至少有十年之久了［54］。阳休之本主

要是根据萧统八卷本编纂的，其《序录》所谓“录

统所阙”，意谓收录萧统本所缺少的作品，但休之

未考其真伪，只因“三本不同”，而“恐终致忘失”

（阳休之《序录》），于是兼收并蓄，凡三本所有及

其平日所见者，一并收入，而成十卷本陶集。无论

是萧统编纂八卷本陶集，还是阳休之出使南朝把陶

集传播至北方，均具有国家层面的文化意义，其影

响力是民间层面的传播无法比拟的。郭绍虞云：“陶

集在宋以前，传抄以行，故诸本互有异同。大抵一

定于昭明，再定于阳休之，三定于宋庠，而始有刊

本。”［55］阳休之本集南北朝各本陶集之大成，为陶

集向后代的完整传播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它实际就

是递修本陶集的祖本。要之，递修本陶集形成的过

程是：陶渊明自定本集（六卷本和八卷本）→萧统

本陶集（八卷本）→阳休之本陶集（十卷本）→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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庠本陶集（十卷本）→递修本陶集（十卷本）［56］。

换言之，递修本陶集包含着以前五种陶集的若干原

始信息。此后，陶集各本虽然千变万化，然皆出自

递修本，这就是该本的重要价值之所在。潘重规说：

“考唐以前文集，有旧本传世者，仅蔡邕、阮籍、嵇

康、陆云、陶潜、鲍照、江淹七家。《蔡邕集》又为

宋人重编，唐人引见之语，往往不在集中。然则唐

以前文集有旧本传世者，不过六家。此六家中，旧

本最多，且最可信者，实以陶集为冠。”［57］而在历

代陶集的众多版本中，又以递修本陶集为冠。

（三）沈约亲见陶渊明自定本集。 《宋书·陶

潜传》引述了陶渊明的四篇作品，即《五柳先生

传》［58］《归去来》《与子书》（递修本陶集作《与子

俨等疏》）和《命子诗》，是为沈约亲见陶集之铁

证。另如沈约《留真人东山还》诗：

连峰竟无已，积翠远微微。寥戾野风急，

芸黄秋草腓。我来岁云暮，于此怅怀归。霜

雪方共下，宁止露沾衣。待余两岐秀，去去

掩柴扉。［59］

这首诗蕴含着丰富的以陶诗为主的“前文本”，如

《戊申岁六月中遇火》：“正夏长风急。”《述酒》：

“秋草虽未黄。”《杂诗》十二首其十：“岁月有常

御，我来淹已弥。”《咏贫士》七首其二：“凄厉岁

云暮。”《于王抚军座送客》：“冬日凄且厉，百卉具

已腓。爰以履霜节，登高饯将归。……游止判殊

路，旋驾怅迟迟。”《拟古》九首其六：“年年见霜

雪。”《归园田居》五首其三：“夕露沾我衣。”《归

园田居》五首其二：“白日掩荆扉。”《游斜川》：“虽

微九重秀。”《杂诗》十二首其七：“去去欲何之。”

《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荆扉昼常闭。”

这些陶诗都被沈约吸纳并转化到诗中。换言之，这

些陶诗直接影响了本诗的文本建构，如果仅仅以

用典视之，显然是不准确的。再如沈约《十咏》

二首：

纤手制新奇，刺作可怜仪。萦丝飞凤子，

结缕坐花儿。不声如动吹，无风自褭枝。丽色

傥未歇，聊承云鬓垂。（《领边绣》） 

丹墀上飒沓，玉殿下趋锵。逆转珠佩响，

先表绣袿香。裾开临舞席，袖拂绕歌堂。所叹

忘怀妾，见委入罗床。（《脚下履》）［60］

这两首诗明显取材于《闲情赋》：

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馀芳；悲罗襟之

宵离，怨秋夜之未央。

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

有节，空委弃于床前。

沈约其它“八咏”虽然已经亡佚，但由此推断，也

当是取材于陶公此赋，“十咏”与“十愿”是相对应

的。沈约的另外两首赋也受到《闲情赋》的影响：

擢柔情于蕙圃，涌宝思于珠泉。（《高松

赋》）［61］/淡柔情于俗内，负雅志于高云。（《闲

情赋》）

怅徙倚而不眠，往徘徊于故处。（《伤美人

赋》）［62］/步徙倚以忘趣，色惨凄而矜颜。（《闲

情赋》）

从句式到语言，沈赋与陶赋都是分不开的。沈约其

它作品也吸纳了陶公诗文：

1. 迹平生之耿介，实有心于独往。（《郊居

赋》）［63］/ 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归

去来兮辞》）高阳许询，有隽才，辞荣不仕，每

纵心独往。（《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

2. 即事既多美，临眺殊复奇。（《游钟山诗

应西阳王教》五章其三）［64］/ 虽未量岁功，即

事多所欣。（《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二）

3. 君东我亦西，衔悲涕如霰。浮云一南

北，何由展言宴。（《送别友人》）［65］/ 飘飘西

来风，悠悠东去云。山川千里外，言笑难为

因。（《与殷晋安别》）

4. 东郊岂异昔，聊可闲余步。野径既盘

纡，荒阡亦交互。槿篱疏复密，荆扉新且故。

树顶鸣风飙，草根积霜露。……飞光忽我遒，

岂止岁云暮。若蒙西山药，颓龄倘能度。（《宿

东园》）［66］/ 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桃花源

记》）阡陌不移旧，邑屋或时非。（《还旧居》）

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

绝尘想。（《归园田居》其二）顾眄莫谁知，荆

扉昼常闭。（《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

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庚戌岁九月中

于西田获早稻》）酒能祛百虑，菊为制颓龄。

（《九日闲居》）

5.且复归去来，含情寄杯酒。（《初春》）［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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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引壶觞以自

酌，眄庭柯以怡颜。（《归去来兮辞》）

以上各例是沈约谙熟陶集的显证。又如沈约《与徐

勉书》云：

吾弱年孤苦，傍无期属，往者将坠于地，契

阔屯邅，困于朝夕，崎岖薄宦，事非为已。［68］

其自述生平曰“弱年”，曰“薄宦”，正与《宋

书·陶潜传》“潜弱年薄宦”声口相同。而细究

《宋书·陶潜传》此文，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两个语

段：“潜弱年薄宦”等六句是第一个语段，“所著文

章”等五句是第二个语段，按照沈约的表述，这两

个语段的内容具有因果关系：前者为因，后者为

果，由此突显陶渊明的晋遗民品格，显然，沈约认

为陶渊明不书刘宋之国号与年号，乃是有意为之。

《桃花源记》云：“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我们

只要把汉魏晋三朝去掉，嬴秦和刘宋就连上了，诗

人是以暴秦比拟刘宋，以秦皇比拟宋武，故此二语

表达的就是对刘宋国号与年号的蔑弃。《桃花源诗》

云：“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也表达了同样的

情感。因为《桃花源记》开篇说“晋太元中”，涉

及晋朝的国号与年号，显然这篇作品创作于刘宋时

期，如果我们不联系“乃不知有汉”二语，就看不

出诗人的深意。从《桃花源诗并记》的这种情况

看，陶渊明关于国号、年号乃至甲子纪年的叙述是

清晰、严谨而考究的。《魏书》卷一百《氐传》载：

刘裕永初中，封（杨）盛为武都王。盛

死，……子玄统位。……虽称藩于刘义隆，仍

奉晋永熙之号。［69］

尽管杨盛（364 — 425）、杨玄父子获得了刘宋的封

号，却仍然尊奉“晋永熙之号”，这当然涉及了正

朔认同问题；杨氏为氐人，尚且如此，故此事可以

为“陶集年号甲子案”提供一个比较有力的旁证。

三

郭绍虞对陶集自定本之存在，并未完全否定，

其《陶集考辨》云：

陶集有无自定之本，亦一颇可注意之问题。

谓陶集有自定本者，其说始于陶澍。而陶澍之

所据，亦仅《五柳传》中“尝著文章自娱颇示

己志”一语，似不能谓为有力之佐证。故桥川

氏之《陶集版本源流考》即不主此说。然陶公

生前虽无自定之本，而传写之本则在当时或已

有之。［70］

郭氏对“陶集有无自定之本”并未轻下结论，主要

是因为“昭明本以前，别有传写厘定之人”（《陶集

考辨》），尤其是六卷本之序对考察此问题最为重要，

因为“此序如得流传，可藉以推知传写者为何如人，

而陶集究有自定之本与否，亦不难解决矣”（《陶集

考辨》）。案《宋书·陶潜传》云：

潜少有高趣，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

况，……其自序如此，时人谓之实录。

“其自序如此”的表述，乃是承袭《汉书》摄取主人

公所著书之自序以入传之通例，如《汉书·扬雄传》

称“赞曰：雄之自序云尔”［71］，表明该传来自扬雄

《法言·自序》，《汉书·司马迁传》称“迁之自叙云

尔”［72］，表明该传来自《史记·太史公自序》，这

是中古时期历史家创制人物传记的一种方式［73］；由

此推断，《五柳先生传》乃是沈约所见陶集的自序，

其位置亦当如《史记》《汉书》之自序，在陶集的最

末，但“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的表

述，并不符合古代传记写作的传统，正如陈寅恪所

言：“大凡为人作传记，在中国典籍中，自司马迁、

班固以下，皆首述传主之姓氏名字。”［74］但陶公此

传的形态并非如此。钱锺书曾经指出：

按“不”字为一篇眼目。“不知何许人也，

亦不详其姓氏”，“不慕荣利”，“不求甚解”，

“家贫不能恒得”，“曾不吝情去留”，“不蔽风

日”，“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重言

积字，即示狷者之“有所不为”。酒之“不能

恒得”，宅之“不蔽风日”，端由于“不慕荣

利”而“家贫”，是亦“不屑不洁”所致也。

“不”之言，若无得而称，而其意，则有为而

发……岂作自传而并不晓己之姓名籍贯哉？正

激于世之卖声名、夸门地者而破除之尔。［75］

在钱氏看来，这正是陶渊明的脱俗之笔，这也是

《五柳先生传》作为《陶渊明集》自序的特异之

处［76］。这种特异形态的自序，使后人忽略了《宋

书·陶潜传》“其自序如此”的本意。如此看来，

六卷本陶集乃是陶渊明的自定本，该本为编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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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八卷本无序，可能是《五柳先生传》在其目录中

失去了应有的自序标志，因而与其它作品混为一

色，难以分别了。

文学创作是陶公平生的志业，是诗人与历史与

现实的对话方式，如果说诗人作诗仅仅是为了自

娱自乐因而没有保存自己作品的意识，显非实情。

其实，陶渊明对身后名是很看重甚至充满焦虑的。

《影答形》：“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77］而对

于在历史上有高行名言却没能留下姓名的人士，陶

渊明是深表惋惜的。《集圣贤群辅录》：“凡书籍所

载及故老所传，善恶闻于世者，盖尽于此矣。汉称

田叔、孟舒等十人及田横两客、鲁八儒，史并失其

名。夫操行之难，而姓名翳然，所以抚卷长慨，不

能已已者也。”［78］另如邓小军所言：

陶渊明曾否自定集本，历来有不同看

法。……按陶渊明《感士不遇赋》云：“咨大

块之受气，何斯人之独灵？禀神智以藏照，秉

三五而垂名。”又云：“留诚信于身后，动众人

之悲泣。”《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

“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高操非所攀，谬

得固穷节。”《饮酒》第二首：“不赖固穷节，

百世当谁传。”《拟古》九首第二首：“生有高

世名，既没传无穷。不学驱驰子，直在百年

中。”可知渊明关切“垂名”“身后”，传于

“百世”，传于“无穷”。在渊明，“垂名”“身

后”，传于“无穷”，要在于“志”“节”之实

践，亦在于“颇示己志”之文章。故自定集

本，当有其事。［79］

而文学创作正是立名以至不朽的方式之一，曹丕

《典论·论文》云：“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

盛事。……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

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

于后。”［80］因此，陶渊明自然要努力保存自己的作

品，其《饮酒》二十首序曰：

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

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

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

书之，以为欢笑尔。

对此，桥川时雄评论说：“陶公性行，旷达自然。

《饮酒》二十首，犹假故友，以为编次，岂其自行

编制全部乎？”［81］陶渊明的性情无论多么“旷达

自然”，都不会忘怀自己的作品，所谓“聊命故人

书之”，是说自己先作了《饮酒》诗，而后请友人

书写，奇文妙书，共同观赏，以助酒兴。这恰好表

现了陶渊明对《饮酒》诗的重视，也说明他非常

看重自己作品的流传，并且乐此不疲，故其自定本

集，乃是情理中事。郭绍虞《陶集考辨》复云：

昭明《序》云：“并粗点定其传，编之于

录。”此所谓录，果为陶集原本之录，抑为昭

明本改编之录，固非吾侪今日所能臆测，然据

昔人所言推之，或为原录亦未可知。岂以原录

为编年体，故可与传合编耶？

梁氏又谓：“今本分卷及各卷中之篇次，

大率皆阳休之因昭明太子本而有所增益也。”

所言极是。……大抵今本陶集编次，率承昭明

本来。其最初传写之本，只是依其所作先后，

次第录写，不分诗文，故觉其颠乱，而次第亦

不易窥寻。至昭明本始以文体分篇，故阳氏称

为“编录有体”，而诗文既分，则于陶诗纪事

之作，可以窥其一生经历者，亦转觉其“次第

可寻”，而不知其转失陶集本来面目也。［82］

陶渊明的作品具有很强的自传性。对陶渊明而言，

他的自定本集，乃是其人生经历和思想情感的真实

记录——传达崇高的观念，抒写神圣的情感，表现

自由的生活，回忆荏苒的岁月。而捍卫人的尊严与

崇高，乃是陶渊明文学书写的核心性驱动力之一。

职此之故，其文学创作就不是一时的文化冲动和应

景唱和，而是高度的文学自觉和艺术修为。《有会

而作序》曰：“今我不述，后生何闻哉！”［83］《感士

不遇赋序》曰：“夫导达意气，其惟文乎？”［84］对

于文学的叙事传播与抒情功能，陶渊明是有充分认

识的。这就是其自定本集产生的基础。

就此而言，其编年体自定本集的亡佚，既是其

个人的损失，也是我国文学史的损失，故幸存之自

定本陶集的编年虽然只是局部，亦弥足珍贵。

当然，文人自定本集，并不始于陶渊明。曹植

《前录序》：

故君子之作也，俨乎若高山，勃乎若浮

云，质素也如秋蓬，摛藻也如春葩；汜乎洋

洋，光乎皜皜，与雅颂争流可也。余少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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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著繁多。虽触类

而作，然芜秽者众，故删定，别撰为《前录》

七十八篇。［85］

《别录》是曹植的自选集，当然具有阶段性，刘宋

史学家徐爰在《议国史限断表》中叙述魏晋著史的

传统，有“事先归之前录，功偕著之后撰”［86］的

说法，“后撰”与“前录”是相对而言的。关于曹

植作品的“后撰”有二：一是魏明帝曹叡景初年

间（237 — 239）的秘阁结集本，是为选本，即是

后来二十卷本《曹植集》之祖本；二是曹植生前自

定本集，具有完整的作品目录，并有涉及作品创作

背景和时间的自注，是为三十卷本《曹植集》之祖

本［87］。从陶诗的文本特别是《拟古》九首的情况

看［88］，陶渊明对曹植的文学创作和人生命运是非

常关注的［89］，他读过的《曹植集》也可能就是这

部三十卷的曹植自定本。

 综上所论，陶澍等人认为“陶集年号甲子案”

发生于陶渊明自定本集的目录中［90］，其观点具有

重要的学术价值。朱《谱》说“陶、赵异军突起，

羌无实据，亦强为之辞”，桥川时雄也说：“据今日

所有文献而言，未获证明陶集有自定本之直接的确

证，则所有猜测之论，更为臆说，近乎歧索冥解

矣。”［91］则完全抹杀了此说的积极意义。陶澍等人

实际上为揭开“陶集年号甲子案”之谜提出了一种

具有假说性质的解决方案。郭绍虞按照这一理路，

以谨慎的态度对陶公自定本集问题进行了辨析，实

际是充分肯定了陶澍的假说。本文结合递修本陶

集为此假说提供了实证，关键性的证据就在于陶集

中的“编年模块”和《五柳先生传》以及沈约《宋

书·陶潜传》的相关记载。就学术研究而言，合理

的猜想和推测，来自理性的判断，这种判断当然具

有积极意义——既然自然科学允许有假说，那么，

人文科学也没有必要排斥假说。任何学术研究，都

不要固守前人的“定论”，不断提出新见并且创造

和保持必要的学术张力，这是十分必要的。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陶渊明文献

集成与研究”（项目编号 17ZDA252）阶段性研究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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